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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

———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李珊珊,刘泽琦

摘 要: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

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

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

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

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

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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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职业流动是农民工实现职业阶层跨越的主要方式,对农民工个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2021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为2.92亿[1],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39.18%。庞大的农民

工群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问题是推动

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农民工有序实现职业流动会提高自身收入、维护劳动权益,有利于职业健康

发展;也可以促进国家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红利优势转变。
然而,当前农民工职业流动并不顺畅。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1],

多处于体力劳动者阶层[2],职业流动的比例低且较少发生职业向上流动,存在明显的 “天花板效

应”[3]。农民工职业流动不畅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负面影

响。因此应该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流动问题的研究,探究促进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措施方法。
社会资本是劳动者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假定

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经济生活 “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

场不能实现完全竞争,处于一种异质和可分割的状态。就业信息不仅会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传播,
而且更多地会通过社会网络传递。那么,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就会影响他们获取的就业信息数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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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4],进而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行为。二是假定劳动者遵循有限理性的原则。学者们认为在劳动

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均是遵循有限理性的原则,社会资本中蕴含的信任和人情要素会影响人们的

经济行动[5]。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利用社会资本求职就业的比例比城镇劳动力高出9.4%[6],依赖

社会资本获得工作的比例超过50%[7],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探

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以往研究更多探究农民工的代际职业流动问题,对农民工代内职业流动的关注不足,也缺乏从

社会资本入手考察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职业流动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以

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以往学者关于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及地区特征、城市规模等。具体来看:在高城镇化的地区,就业机会和职

业选择更多,父母等家庭先赋因素对子女职业阶层的影响力下降,代际职业流动性提高[8],劳动者

享有更多的职业向上流动机会。大城市可以发挥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等影响劳动力市场回报[9],城

市规模越大,越能提高求职者的就业质量,职业向上流动可能性越大[10]。
在微观层面上,影响职业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受教育程度、

工作经验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以及个人社会资本等非制度因素。相比于女性,男性职业向上

流动可能性大[11]。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工龄增长,工作经验和技能也会逐步增强,实现职

业向上流动可能性更大[12]。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流动水平取决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高

低[13],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工作转换次数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职业向

上流动[14]。工作转换比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更高,对收入增长有更大的作用[15]。
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独

立而重要的资本类型,逐步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形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分析流

派。此流派的重要领域之一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在劳动力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应用的地区范围涵盖了

所有主要国家或地区。以往研究发现雇主愿意通过提供推荐奖金的方式,鼓励员工通过个人社会网

络推荐求职者进入企业应聘[16]。对雇主来说,这种途径可以获取更可靠的劳动者信息[17],减少招

聘成本和摩擦成本,而且经由他人推荐的员工工作资质更高、工作满意度更高、离职倾向更低[18]。
对求职者来说,这种途径可以架起和雇主的信息沟通桥梁,降低市场搜寻成本[19](P190-191),获得更

高的工资以及更高的经济地位[20]。即社会资本有助于求职者获得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不利于劳动者

职业向上流动。由于社会资本运作的方式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按照相互义务运作,关系人和求职者的

工作相似性高,造成的结果是相比于自主就业的人,利用社会资本并不能有助于劳动者实现职业向

上流动[21]。符平等[22]利用2012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只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工

作,对获取中高端职业的影响不大,且不利于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田北海等[23]认为无论利

用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型社会资本,都显著地制约了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曾福生等[12]区分了社

会资本的类型,认为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有负向影响,基于职业

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影响不显著。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职

业流动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24]。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采取更有利于获得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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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报的行动,实现代内职业向上流动[25]和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6]。且社会资本的使用具有累积

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发挥延时效应,助力劳动者实现向上流动[27]。
(二)研究假设

林南[28](P18-20)总结社会资本运作方式主要通过促进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证明以及强

化身份和认同感等路径发挥作用。张顺等[29]则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影响行动者经济回报的角度考察

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机会机制、充分信息机制、信任机制以

及人情机制。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信息、信任及人情资源。具体分

析如下:
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信息。该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

可以拓宽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来源和信息量,二是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筛选、识别和解读信息,
三是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民工对信息的转化和利用。根据搜寻与价格离散的关系可知,社会信息越

多,价格离散扩大,不同就业的质量差异大,此时劳动者搜寻信息的收益更大。当劳动者搜寻就业

信息的边际收益增加时,个人对信息的需求相应增多,劳动者会运用各种渠道进行信息搜寻。此时

发挥社会资本的信息传递效应,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阻碍。而且这一作用并不会随着市场规

则的改变发生变化。
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或晋升机会。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的互动具有持久性,

个体与他人的网络关系能够产生信任。由于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交易双方都信任利用社会资本获

得的资源。信任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在经济交易的过程中,经济主体获得的信任度越高,发生策略

违约的风险就越小[30]。甚至社会资本可以交换人情资源。因此,利用社会资本更可能获得理想的

就业或晋升机会。
进一步借鉴 Munshi[31]的分析,引入社会资本,主要从社会资本的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两个方

面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的理论机制。本文实证分析过程中按照埃里克森-戈德索普

阶层分类框架 (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schema,EGP)将职业阶层划分为管理者和专业技

术人员、一般行政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农业劳动者、技术体力工人以及非

技术体力工人等五类,本部分为了分析方便,简化职业阶层分类数目,假设农民工职业分为高端职

业、中端职业以及低端职业三个职业阶层,并将三个职业阶层分别记为D、B、A。从高的职业阶

层流向低的职业阶层为职业向下流动,反之则为职业向上流动,若在同一职业阶层流动则为职业平

行流动。假设个体i的职业能力为ai,服从 [0,1]上的均匀分布。rm 是m 职业阶层中每单位能

力的报酬,并满足高职业阶层报酬高于低职业阶层报酬,即rD>rB>rA。个体进行职业流动时需要

付出一定成本,用Cnm 表示从n 职业阶层流向m 职业阶层的成本,满足CAD>CBD>CAB>CDD=
CBB=CAA>0,CDB=CDA=CBA。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传递更加丰富有用的求职信息的方式降低农民

工职业流动过程的搜寻匹配成本。用Rj
m 表示群体j进入m 职业阶层使用社会资本带来的成本减少

量。基于现实情况,仅靠社会资本而不付出个人努力难以进入更高职业阶层,因此假设社会资本仅

能抵消部分的向上流动成本,也就是Rj
B<CAB,Rj

D<CBD<CAD。同时,社会资本也可以提供求职

者和招聘方的沟通渠道,增加招聘方对求职者能力的认识或者帮助求职者熟悉招聘方的求职要求,
从而实现个人能力的加成,提高职业流动的概率。用Gj

m 表示群体j进入m 职业阶层使用社会资本

获取资源从而实现的个人能力加成。
一是当社会资本发挥信息传递作用时,初始职业阶层为A的群体j中的农民工个体满足rBaj

i-
CAB+Rj

B≥rAaj
i 条件,农民工在A和B两个职业阶层中会选择B职业阶层。也就是满足:

(rB-rA)aj
i+Rj

B≥C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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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农民工会选择职业阶层B优于选择职业阶层A。此时,社会资本能够降低的成本越多,即

Rj
B 越大,农民工越可能获取更好的职业阶层。同理,当从A职业阶层流向B职业阶层或D职业阶

层时,以及B职业阶层流向D职业阶层时,或者在职业阶层内进行流动时也是如此,社会资本能

够降低的成本越多,农民工越可能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二是当社会资本发挥资源获取作用时,当满足rBaj

iCBD-CAB+rBGj
B≥raaj

i 的条件,农民工在A
和B两个职业阶层中会选B职业阶层。也就是满足:

rB (aj
i+Gj

B)-rAaj
i≥CAB (2)

此时农民工会选择职业阶层B优于选择职业阶层A。此时,社会资本能够发挥的资源获取作用

越大,即Gj
B 越大,农民工越可能获取更好的职业阶层。

同理,在分析职业向下流动时,无论社会资本发挥信息传递还是资源获取的功能,社会资本的

使用都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1: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

向下流动。
假说2:社会资本通过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两种途径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帮助农民工进行职

业流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进行估计。多种类事件常用的连续时间方法为竞争性风险模型,
相对应的离散时间方法是多项Logit模型。相比于多项Logit模型,竞争性风险模型充分考虑个体

从某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所花费的时间。其中,竞争性风险是指研究对象会有多种结局事

件,这些结局事件将阻止研究者感兴趣事件的出现或使其发生的概率降低,各结局事件之间形成所

谓的 “竞争”关系。本文中农民工职业流动会出现 “职业向上流动、职业平行流动以及职业向下流

动”三种流动结果,还有一部分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仅有一个职业,当前职业即初始职业,即

未进行流动。各流动方向应该作为竞争事件进行处理,倘若将其等同于右删失 (即把竞争事件当作

在观察期间未发生职业流动),使用传统K-M方法估计终点事件发生概率将产生偏差。因此,我们

通过竞争风险模型以联合累计部分分布基准风险预测特定时间内个体感兴趣事件的发生概率。
(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分析。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在全国29个省市 (自治区)开展获得的一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是第一个以劳动力为

主题的全国性、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CLDS采用PPS的抽样方法,抽取对象为15~64岁之间

的劳动力,以劳动力的教育、就业、劳动权益、职业流动、职业保护与健康、职业满足感和幸福感

等现状和变迁为研究核心。CLDS项目于2011年正式启动,分别形成了CLDS2011、CLDS2012、

CLDS2014、CLDS2016共四年的数据库。本文选取CLDS2014—2016年数据库作为实证研究部分

的基础数据库,选取农业户籍,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者作为样本数据。
同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范

围为全国25个省市 (自治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的

1.6万户样本。CFPS主要收集了样本家户的个体数据、家庭数据以及社区数据三个层次的数据,
全面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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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选取

职业流动:包括职业向上流动、职业平行流动以及职业向下流动三个选项,测度农民工职业阶

层的变动方向。职业流动方向根据农民工当前就业的职业阶层与第一份就业的职业阶层相比较获

得。职业阶层的设定参考EGP阶层框架,具体设定如表1所示。首先利用问卷中变量测度农民工

是否发生流动,当农民工未发生流动时,设定为未发生流动;当农民工发生流动时,进行下一步测

度。当前就业的职业阶层比第一份就业的职业阶层更高时,记为 “职业向上流动”;当前就业的职

业阶层与第一份就业的职业阶层相同时,记为 “职业平行流动”;当前就业的职业阶层比第一份就

业的职业阶层更低时,记为 “职业向下流动”。

表1 职业阶层的设定方法和设定内容

10分类EGP阶层框架 修正后的阶层框架

Ⅰ 大资本家、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者和官员 1 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Ⅱ 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管理者和官员、小型企业和工业机构的经
理、非体力员工的主管

Ⅲ 行政和商业部门的常规非体力劳动者;销售人员和服务人员 2 一般行政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

Ⅳa 有雇员的小业主 3 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

Ⅳb 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

Ⅳc 自雇佣的农场主 农业劳动者

Ⅴ 低级技术人员,体力员工的主管 4 技术体力工人

Ⅵ 熟练体力工人

Ⅶa 无技术/半技术的体力工人 5 非技术体力工人

如表2所示,在进行流动的群体中,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职业平行流动的和职业向下流动的比

例分别为39.55%、38.18%、22.27%。如果将未流动农民工纳入计算范围,发现未流动农民工占

比为72.09%,职业向上流动、职业平行流动和职业向下流动的比例分别为11.04%、10.65%、

6.22%,约十分之一的农民工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

表2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设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职业流动 职业向 上 流 动 (39.55%),职 业 平 行 流 动 (38.18%),职 业 向 下 流 动 (22.27%),未 进 行 流 动
(72.09%)

社会资本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 (包括给予求职信
息、沟通情况或是提供生意项目)

1.927 5.660 0 100

性别 1=男,0=女 0.469 0.499 0 1
年龄 个人年龄 (年) 33.518 9.784 16 60
婚姻状况 1=已婚,0=未婚 0.748 0.434 0 1
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份 10.716 3.329 0 23
健康水平 1=健康,0=不健康 0.707 0.455 0 1
父亲职业 1=从事非农职业,0=仅从事农业生产 0.507 0.500 0 1
初始职业阶层 非技术体力工人 (31.50%),技术体力工人 (33.81%),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 (2.30%),一般行政

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 (15.58%),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12.39%)

经济发展水平 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价格)(亿元) 457.390 611.798 0.000 3253.220
城市规模 各城市的年平均人口 (万人) 258.940 278.066 16.830 1779.100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创造GDP占GDP总量的比值 45.025 9.960 12.759 80.992

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运用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 (包括给予求职信息、沟

通情况或是提供生意项目)”指标衡量。如表2所示,有一部分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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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用量为0,也有一部分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大量寻求社会资本的帮助,
最高达到100人,从平均值看,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当中平均会通过2个人获得就业帮助。

采用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指标的原因说明如下:一是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可

以准确度量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使用量。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从社会资本的储量与社会资本

的使用量两种角度度量社会资本。储量是指个体拥有的可以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更注重度量

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使用量是指在具体场景中个体使用的社会资本总量。相比于从储量测度

社会资本,从使用量角度度量社会资本更能准确地反映个体在具体事件中社会资本的使用状况。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指标的内容涵盖了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资本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方

面,全面衡量了农民工职业流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二是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一定

程度上度量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储量。因为家庭成员职业流动是整个家庭都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是

影响家庭生活状态的重大事件,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家庭会发动所有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以帮助家庭

成员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使用的社会资本可以体现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资本储量情

况。因此,运用 “有多少人提供了就业帮助”可以相对准确地度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也能准确衡

量社会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
为了降低由于指标设定带来的结果差异,采用 “获得当前工作时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

小”以及 “人情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稳健性指标考察其对职业流动的影响。
选取 “获得当前工作时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小”度量社会资本的依据如下:“获得当

前工作时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小”不仅能度量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是否获得社会资本的

帮助,帮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劳动者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因此,运用 “获得当前工

作时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小”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选取 “人情支出”的依据如下:从社会资本的使用量角度度量社会资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农民

工职业流动中可能有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但是由于个人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职业流动,并没有选

择使用社会资本,此时从社会资本使用量的角度度量社会资本,可能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因此,为

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储量的角度度量社会资本。选择 “人情支出”指标的原因如

下:中国人讲究 “礼顺人情”。一般而言,熟人之间会通过人情支出建立认同感,维护自己的社交

网络。熟人越多,越可能产生人情支出。较高的人情支出意味着农民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32]。因

此,可以利用 “人情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四)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变量、个体特征变量、职业特征变量、宏观变量等。人力资本、个

体特征及职业特征变量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得到,宏观变量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得到。

表2描述了变量取值情况。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来看,调研农民工中有47%为男性,
平均34周岁,75%的农民工群体已婚。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71%的农民工身体健

康,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占比达到51%。从职业特征来看,农民工初始职业阶层主要为非

技术体力工人和技术体力工人,共占比65%,初始职业阶层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农民工占

比12%。
宏观变量主要包括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以及第三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城市

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表示。为便于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

GDP平减指数对GDP进行平减。城市规模用城市年末人口数表示。第三产业占比用第三产业GDP
占GDP总量的比值表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了城市变量的地区值和市区值,考虑到农民工

城市职业流动主要受到城市市区层面变量的影响,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人口数以及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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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的市区数值作为城市的度量指标。同时,考虑到农民工职业流动受城市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

此选用城市滞后一年的指标数据度量。

四、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竞争性风险模型要求满足不

相关选择的独立性 (IndependenceofIrrelevantAlternatives,IIA)假定。因此本文利用 Hausman
检验表明零假设被接受,满足IIA条件。

表3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分析

变量名称 (1)职业向上流动 (2)职业平行流动 (3)职业向下流动

社会资本 0.014* -0.023** 0.007
(1.675) (-2.314) (1.006)

性别 0.024 -0.085 -0.031
(0.256) (-0.999) (-0.236)

年龄 -0.043*** -0.006 -0.014*

(-7.482) (-1.107) (-1.856)

婚姻状况 0.268** -0.456*** 0.158
(2.072) (-4.013) (0.892)

教育水平 0.099*** -0.001 -0.092***

(5.589) (-0.094) (-4.341)

健康水平 0.118 -0.119 0.120
(1.176) (-1.347) (0.923)

父亲职业 0.157* -0.052 0.032
(1.680) (-0.587) (0.237)

初始职业阶层 (以非技术体力工人为基准)

技术体力工人 -0.839*** 0.344***

(-8.591) (3.524)

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 -1.922*** 0.474*** 0.546***

(-7.445) (3.040) (2.582)

一般行政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 -2.218*** 0.353** 1.445***

(-11.020) (2.521) (8.649)

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18.866*** 0.329** 1.801***

(-77.611) (2.085) (10.872)

经济发展水平 0.000 0.000 -0.001
(0.920) (0.645) (-1.411)

城市规模 -0.000 -0.001 0.002
(-0.326) (-0.715) (1.358)

第三产业占比 -0.018 0.007 0.027
(-1.462) (0.703) (1.592)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Waldchi2 100.95  120.86 6540.51  
观察量 1823  1823 1823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通过10%、5%、1%的显著性检验,下表同。

—62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模型 (1)— (3)分别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平行流动以及向下流动的影响。
如表3所示,社会资本帮助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提高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性,这与研究

假说一致。在求职过程中,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
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社会

资本的使用给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帮助,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实现职业流动的机会,
因此减少了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提高了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与Scott[33]提出的社会

资本作用于职业成功的中介模型结论一致。
控制变量的分析如下: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向上流动上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

因是样本数据中女性样本占比高,且多从工厂纺织工等工人流动到自己开店进行自雇佣,实现职业

向上流动,达到了较高的职业向上流动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降低。主要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要依靠体力工作的农民工职业竞争力下降,同时职业追求开始

降低,职业向上流动可能性因此下降。已婚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可能性更低,职业向上流动可能性

更高。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提供给农民工

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加了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促进了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健康水

平对职业向上流动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总体来看农民工身体状况都较好,没有显著差异,并

不能因为健康状况影响职业向上流动。相比于非技术体力工人,技术体力工人、小业主和个体经营

者、一般行政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职业流动可能性更小。
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和职业向下流动的影响时发现,不同性别农民工的职业平

行流动和职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年龄越大,职业向下流动越不可能。已婚和未婚农

民工职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已婚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的可能性更低,更可能会实现

职业向上流动。教育水平显著降低了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越高,农民

工越不可能职业向下流动,更多会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在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分析中,相比于体力

劳动者,初始职业阶层为一般技术工人、一般办事人员以及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更可能

会实现职业平行流动。在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分析中,相比于体力劳动者,初始职业阶层越高,职

业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这符合实际情况,职业阶层越高,向上流动的空间越小,向下流动空间越

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不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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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

影响的累计风险函数图

为了更加清晰地明确社会资本对农民

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本文绘制了农民

工职业向上流动的累计风险函数图,进一

步印证了上文结论 (即社会资本能够促进

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如图1所示,累计

发生率即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概率。工作3
年以内,农民工是否使用社会资本对职业

向上流动的影响差别并不大。工作3年以

后,农民工是否使用社会资本对实现职业

向上流动的影响出现变化,使用社会资本

的农民工个体更可能会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直到工作年限达到30年后,农民工是否使

用社会资本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差异均

趋于停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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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社会资本变量的衡量方法。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运用CFPS2014—2018年

数据估计采用其他指标度量社会资本进行重新估计,表4模型 (1)— (3)选择 “获得当前工作时

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小”度量社会资本,模型 (4)— (6)选择 “人情支出”度量社会资

本,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表4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替换社会资本指标

变量名称

帮助大小衡量社会资本 人情支出衡量社会资本

(1)职业
向上流动

(2)职业
平行流动

(3)职业
向下流动

(4)职业
向上流动

(5)职业
平行流动

(6)职业
向下流动

社会资本帮助较小 0.119 -0.133 -0.045
(0.436) (-0.651) (-0.290)

帮助较大 0.682* -1.330*** -0.246
(1.941) (-3.804) (-1.156)

社会资本 0.247* -0.157 -0.038
(1.831) (-1.356) (-0.282)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211  0.103  0.092 0.162  0.073  0.167
观察量 502  785  1231 1176  1443  959

  注:其他变量包括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父亲教育水平、初始职业阶层以及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及第三产业占比,下表同。

结果如表4所示,采用 “获得当前工作时是否接受他人帮助以及帮助大小”以及 “人情支出”
两个指标计算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模型 (1)发现获得当前工作时接受帮助小不能影响职业

向上流动,获得当前工作时接受帮助较大更可能实现职业向上流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资本的质

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模型 (2)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的可能性。
模型 (3)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 (4)— (6)运用人情礼金

度量社会资本,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原因是人情礼金支出越多,
意味着家庭人际关系更广,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本资源更多,在就业中更可能会获得职业帮助,从而

实现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验证了基本回归结果。

2.替换职业流动变量的衡量方法。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采用其他指标度量职业流

动进行重新估计,表5模型 (1)— (3)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nternationalSocio-Econom-
icIndex,ISEI)度量职业阶层并估计职业流动,模型 (4)— (6)采用国家标准的职业分类方法

度量职业阶层并估计职业流动。

表5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替换职业流动指标

变量

ISEI度量职业阶层 国家标准的职业分类度量职业阶层

(1)职业
向上流动

(2)职业
平行流动

(3)职业
向下流动

(4)职业
向上流动

(5)职业
平行流动

(6)职业
向下流动

社会资本 0.001* -0.001** -0.000 0.008* -0.017 -0.005
(1.784) (-2.066) (-1.500) (1.834) (-1.408) (-0.655)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Waldchi2 22909.45   2728.84 213.70  130.15 215.85
观察量 1823 1823 1823 1823 1823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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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张顺等[34]的做法,运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将职业地位等距分割成五等份,转化为5
点定序变量。设定如下:上层 (77-90)、中上层 (63-76)、中层 (48-62)、中下层 (34-47)
和下层 (19-33)。ISEI是基于职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计算出,与EGP的设定依据不

同。因此依据ISEI划定的职业流动与利用EGP职业阶层划定的职业流动会有差异。同时借鉴我国

国家标准的职业分类的方法,将职业阶层划分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产

业工人、其他初级职业者等六类。通过比较农民工当前职业阶层与之前职业阶层度量职业流动。
如表5所示,采用ISEI和我国国家标准的职业分类计算职业阶层并度量职业流动,得到的结

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处理

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来自于以下方面:遗漏变量问题、反向因果问题与样本自选择

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做出以下分析。

1.遗漏变量问题。职业流动可能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如情商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这些变

量未被包含在方程中,且这些被遗漏的解释变量可能与社会资本变量相关,造成遗漏变量问题,带

来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借鉴何凡等[35]的做法,本部分通过非参置换检验的方法测试遗漏变量

的影响。
对社会资本随机赋值进行回归并将此过程重复1000次,获得1000个虚拟回归系数。如图2

所示,基于随机抽样得到的估计系数值基本分布在0附近,而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 (职业向上流动

的回归系数为0.014,职业平行流动的回归系数为-0.023)基本位于该系数分布之外。说明真实

效果与虚拟分布具有明显差别。非参置换检验表明上文得出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结论并

非偶然随机,而是具有高度的可信度,且受到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较小。由于社会资本对职业

向下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处并未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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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非参置换检验

2.反向因果问题。社会资本变量运用 “在职业流动之前提供就业帮助的人数”衡量,是否进

行了职业流动不会影响在职业流动之前提供就业帮助的人数,但考虑到是否有职业流动打算可能会

影响到社会资本的使用。因此为了结果准确性,本部分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部分借鉴王春超等[36]的研究,选取了一个城市特征变量和一个家庭特征变量作为社会资本

的工具变量,变量分别为 “农民工所在工作城市来自同一省份老乡占流动人口群体的比例”和 “农
民工的兄弟姐妹数量”。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老乡比例越高,农民工越容易在打工地获得

老乡帮助;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在老家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越容易获得来自家乡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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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农民工所在工作城市来自同一省份老乡占流动人口群体的比例”指标选取农民工职业流

动前一年的数据,因此农民工所在工作城市中老乡占比并不会受到农民工是否职业流动的影响。一

般而言农民工的兄弟姐妹数量在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已经确定,并不会受到农民工是否职业

流动的影响。从理论来说,上述两个工具变量与本文选取的社会资本指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不

会受到个体职业流动的影响,因此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民

工职业流动的分析中,IV-probit回归的第一阶段中,联合检验F值均大于10,所以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
如表6所示,使用 “农民工所在工作城市来自同一省份老乡占流动人口群体的比例”和 “农民

工兄弟姐妹数量”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职业向下流动的影响不

显著,能够降低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的可能性,提升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考虑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后这种关系依然存在,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6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工具变量法

变量名称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1)职业
向上流动

(2)职业
平行流动

(3)职业
向下流动

(1)职业
向上流动

(2)职业
平行流动

(3)职业
向下流动

社会资本 0.719* -0.574* -0.249
(1.701) (-1.671) (-0.647)

老乡占比 0.624* 0.506* 0.404
(1.680) (1.670) (1.060)

兄弟姐妹数量 0.055 0.062 0.058
(0.960) (1.380) (1.010)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统计量 10.49 16.39 13.60 

Waldchi2 74.92 20.77 73.89
观察量 1389 1528 1062 1389 1528 1062

3.样本自选择问题。自身社会资本资源丰富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社会资本,他们个人能力也更

强,更容易获得职业流动机会,可能带来自选择偏差。因此,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GPSM)进行反事实估计,对照分析使用社会资本和不使用社会资本两组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差异,
得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父亲

职业以及初始职业阶层为协变量,进行FractionalLogit模型估计。检验结果同OLS回归影响方向

一致,在此基础上进行平衡性检验,平衡性检验不仅要求选取合适的协变量,还要求对样本进行合

适的匹配分组和分段,本文选取社会资本的25%、50%、75%分位数值作为处理强度临界值,将

样本分为4组。匹配后各变量在不同组别中均无显著差异,证明GPSM估计结果是可以运用的。
图3是通过GPSM方法得到的社会资本和农民工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图3 (a)和 (b)分别

报告的是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职业平行流动的平均 “剂量反应”函数。图3 (a)显

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平均 “剂量效应”函数呈现倒 U型,图3 (b)显示社会资本

对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的平均 “剂量效应”函数呈现下降趋势。结合图3 (a)和 (b)说明,随着

社会资本使用规模的扩大,社会资本能够减少农民工职业平行流动,提高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

性,随着社会资本的使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降低

趋势。

—03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0

0.5

0

0.5-

0.4

0.3

0.2

0.1

0

0 0.2 0.4 0.6 0.8 1.0
!"#$

( )%&'()*a ( )%&$+)*b
,-./01

,-./
23#$45
23#$(5

,-./
23#$45
23#$(5

0 0.2 0.4 0.6 0.8 1.0
!"#$

,-./01

图3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果:GPSM检验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2016年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2018年

数据以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通过竞争

性风险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然后利用非参置换检

验、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减少农民工

职业平行流动,促进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对职业向下流动的影响不显著,考虑社会资本的内生性

后,结论依然稳健。并得出如下启示:
一是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政府不可能帮助农民工扩大亲友圈,也不可能鼓

励农民工亲友帮忙介绍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民工群体无计可施。政府可以

从宏观层面建设社会资本,畅通农民工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渠道。在农村地区,完善村级就业服务

组织建设,将原有传帮带的就业帮扶机制正式化、规范化,提高农民工村庄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
在城市地区,畅通农民工参与社区、工会等组织的渠道,鼓励农民工在居住区域加入当地的社区组

织、兴趣团体,在工作区域加入当地的工会组织,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群体

融入城市,积极支持农民工开发在务工城市的社会资本。政府在引导农民工巩固开发社会资本的同

时,也要规范社会资本的使用,明确社会资本更多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和信用凭证发挥作用。
政府仍要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坚决杜绝一切违规进行人情交换的行

为,发挥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向影响作用。
二是农民工个人也要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农民工需要进一步维护和积累社会资本,弥补

社会资本劣势。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来源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建立的社会资

本以及进城之后基于业缘关系建立的社会资本。农民工维护和积累社会资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

手。首先,维护在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农民工可以依据自身条件不同,有策略地巩固和维护农村

地区的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中的积极影响。如积极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家族活动,
加强与亲朋好友以及邻居老乡的联系,巩固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其次,培育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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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农民工要积极融入城市生活,以居住地和工作地为中心,扩散自己

的交往圈,积累社会资本,如加入社区兴趣小组、工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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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SocialCapitalAffecttheOccupationalMobility
ofMigrantWorkers

—FromthePerspectiveofClassChange
LIShan-shan,LIUZe-qi

Abstract:Promotingtheoccupationalmobilityofmigrantworkersisanimportantwaytoachievecom-
monprosperityinChina.Thedirectionofoccupationalmobilityofmigrantworkersissetasthreetypes:

upwardmobility,parallelmobilityanddownwardmobility.Startingfromthesocialcapitalofmigrant
workers,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socialcapitalontheoccupationalmobilityofmigrantwork-
ersbymeansofthecompetitiveriskmodelandthedataofChinaLaborForceDynamicSurveyandChina
CityStatisticalYearbook.Theresultsshowthatwithonemorepersonprovidingemploymentassistance,

theprobabilityofupwardoccupationalmobilityofmigrantworkersincreasesby1.4%,theprobability
ofparallelmobilitydecreasesby2.3%;andtheprobabilityofdownwardmobilityincreasesby0.7%,

butnotsignificantly.Thatistosay,socialcapitalhelpsmigrantworkerstoreducetheparallelmobility
andachieveupwardmobilitywithoutbringingaboutdownwardmobility.Themeasurementmethodofre-
placingthecorevariablesisconsistentwiththe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Theconclusionisfurther
provedbytheresultsofnon-parametricpermutationtest,instrumentalvariablemethodandgeneralized
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consideringendogenousproblems.Finally,itisproposedthatthe
governmentshouldunblockthechannelsformigrantworkerstoobtainsocialcapital,consolidateand
developsocialcapitalattheorganizationallevelofmigrantworkers;meanwhile,migrantworkers
shouldmaintainandaccumulatetheirownsocialcapital.
Keywords:migrantworkers;occupationalmobility;socialcapital;competitiveriskmodel

(责任编辑 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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